
政策宣介中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能够提高公众政策支持吗？

———以房产税政策为例
江汉臣　 卢樱丹　 唐　 啸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大政策宣介中常出现“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的提法。但这种宣介方式能否提升公众对该政策的支持度，仍是一个尚未被检
验的问题。论文选取房产税政策为研究对象，利用网络调研实验方法，识别发
达国家政策信息如何影响公众对国内相关政策的支持度。研究发现：（１）向公
众提供发达国家的政策信息并不会显著影响他们对于房产税政策的支持程度；
（２）对年轻人和低收入水平的受访者而言，提供发达国家的政策信息，显著降
低了他们对于国内房产税政策的支持度；（３）提供发达国家政策信息显著降低
了公众对于房产税适合中国国情的判断。研究结果启示决策者在我国未来如房
产税、延迟退休、开放生育等重大政策的宣介过程中，须谨慎使用“借鉴发达
国家经验”的提法，尤其须注意该提法对不同群体政策支持度的异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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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面对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以及各种技术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全
球决策者都需要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以解决问题。然而，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
性和各方利益的多样性，重大政策往往难以获得较高的公众支持。因此，理解
影响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关键因素，从而改善政策设计和政策宣介，以赢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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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众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央政府获得的公众信任度相对较高（Ｌｉ，

２０１６），但在具体公共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公众支持仍然是影响政策落实的关键
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政策宣介，其中一种非
常富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是强调“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即通过讨论发达国家的相
关政策经验，来论证当前国内新政策推行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尽管“借鉴发达
国家经验”已经成为我国一种常见的政策宣介方式，但这一方式能否提升公众
对政策的支持度，尚未得到科学验证。特别是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
国情、社情、世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回答这一问题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

学界相关研究讨论了国外制裁、国外抗议活动等国际压力对本国公众舆论
的影响（Ｂｕｓｈ ＆ Ｊａｍａｌ，２０１５；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但很少有实证研究讨论
发达国家中类似政策信息对国内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回答这一问题，涉及
信息传导机制、公众群体心理等多个重要议题，在学理上具有很强的研究意义。

本文以房产税这一未在中国全面实施、但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的政策作为
研究对象，基于网络调研实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就整体样本而言，
发达国家的政策信息并不会显著影响公众对于房产税政策的支持程度，但却显
著降低了公众对于房产税政策适合中国国情的判断。通过子样本分析，研究发
现：对于年轻和低收入水平的受访者而言，发达国家政策信息显著降低了他们
对于房产税政策的支持度。

本文余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提出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描述实验具体设计，第四部分分析实验结果，第五部分给出本研究的
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假设

（一）“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与政策学习
政策学习是公共管理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话题之一。一般而言，政策学习是

指过去或现在的某个政治体系中的政策、行政安排、体制或思想，被用于另一
个政治体系的变革和发展（Ｄｏｌｏｗｉｔｚ ＆ Ｍａｒｓｈ，１９９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的政策
学习类型是跨国政策学习和面向国际组织的政策学习（Ｓｈａｒｍａｎ，２０１０），相关
实证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包括政策学习与政策制定依据的关系
（Ｌｅｇｒａｎｄ，２０１２）、政策学习对于政策变革的解释（Ｅｖａｎｓ，２００９）、政策学习的
可能途径（Ｍｉｎ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政策学习的失灵及其原因（Ｓｈａｒｍａ，
２０１０）等。

近年来，中国情境下的政策学习话题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Ｚｈａｎｇ ＆ Ｍａｒ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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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杨志、魏姝，２０２０）。学者们发现中国政府在实践中进行了大量跨国政策
学习，学习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在应对挑战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会引
进或模仿发达国家的已有政策（Ｃｈｉ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这在
中国的实践中被称为“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针对这一概念的相关研究，主要关
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对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尚未有研究探
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这一政策宣介方式是否会对国内政策受众产生影响。
考虑到政策受众的态度是影响公共政策能否成功推行的重要因素（Ｂｌｅｋｅｓａｕｎｅ，
２００３；Ｌｏｕ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那么无论是对本土化的“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的政策宣介方式，还是对更具有普遍性意义“政策学习”话题开展研究，都有
必要将政策受众的态度纳入研究框架。

（二）公众政策支持度影响因素与政策宣介
以往研究将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因素分为三大类（Ｄｒｅｗｓ ＆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２０１６）：第一类是社会心理因素，例如左或者右的政治倾向（Ｔｏｂ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平等主义的世界观（Ｓｍｉｔｈ ＆ Ｌｅｉｓｅｒｏｗｉｔｚ，２０１４）等；第二类是对
政策的感知，例如政策的感知有效性（Ｈｅｎｓｈｅｒ ＆ Ｌｉ，２０１３）、感知公平性
（Ｈａｍｍａｒ ＆ Ｊａｇｅｒｓ，２００７）、感知成本（Ｌａｍ，２０１５）等；第三类则是情境因素，
例如社会规范（Ｄｅ Ｇｒｏｏｔ ＆ Ｓｃｈｕｉｔｅｍａ，２０１２）、政府信任（Ｈａｍｍａｒ ＆ Ｊａｇｅｒｓ，
２００６）、媒体报道（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等。

这些因素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度，包括个体自利路径
和启发式路径（Ｈｏｂｏｌｔ ＆ Ｄｅ Ｖｒｉｅｓ，２０１６）。所谓自利路径，是指公共政策会使
某些群体获得福利，福利的获得者就会倾向于支持该政策（Ｌａｒｓｅｎ，２００８）。比
如，一项针对欧洲民众的调查研究发现，由于教育和职业技能水平更高的人更
易从欧洲贸易自由化中获得利益，因此这些人更加支持欧洲一体化（Ｇａｂｅｌ ＆
Ｐａｌｍｅｒ，１９９５）。除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外，个体价值观对于政策支持度的影响，
也可以被归因为自利路径。比如，诸多针对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发现，认同左
翼价值观的人更有可能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环境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会让
他们的某些效用得到提升（Ｄｒｅｗｓ ＆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２０１６）。尽管自利路径是相
关研究的重点，但是从争取公众政策支持的角度来看，个体内部特征难以通过
政策工具进行干预，这使得相关研究在应用层面遇到了挑战。

与自利路径相比，启发式路径更容易受到政策宣介等工具的影响。现代政
策的制定过程和具体内容都日趋复杂和技术化，普通公众通常不具备足够的背
景知识来判断政策对自己利益的全面影响（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因此，在
面对新政策时，普通公众往往会依赖启发式路径，即依赖其他可靠的人、组织
或者信源做出判断和决策（Ｎｉｌ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比如，有研究发现，美国公
众会根据他所支持政党的政策偏好，去确定自己的政策偏好（Ｄｒｕ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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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还有研究发现，专家意见能够显著影响公众对于国际问题的看法
（Ｇｕｉｓｉｎｇｅｒ ＆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７）。这些研究表明，启发式路径对公众政策支持度的
影响不应被忽视。具体而言，通过启发式路径发生作用的因素包括党派支持、
精英背书、专家意见等，与个体自利路径相比，启发式路径相关因素更容易被
政策工具所干预，在政策宣介中有更强的现实应用价值。

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利用调研实验方法，探究
基于启发式路径的宣介工具对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Ｓｔｏｋｅｓ ＆ Ｗａｒｓｈａｗ，
２０１７）。通过随机分配不同的干预措施，调研实验消除了传统的基于调查数据或
者观察数据的实证研究中的选择性偏差，从而得到干预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
关系（Ｆａｌｋ ＆ 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９；代涛涛、陈志霞，２０１９）。已有对公众政策支持
度的实验研究大多基于网络实验，其原因有三点：第一，网络实验可以获得较
为丰富的样本；第二，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体是政策宣介的重要渠道，网民
也往往是表达民意的显性群体，因此研究信息干预对网民群体政策支持度的影
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Ｍａ ＆ Ｌｅｗｉｓ，２０２０）；第三，由于对政策支持与否的相
关问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相比线下实验，网络调研实验提供的匿名环境更能
保证受访者表达自己的真实态度（Ｃｈａｎｇ ＆ Ｋｒｏｓｎｉｃｋ，２００９）。

（三）“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政策宣介与公众政策支持
在对公众政策支持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关注异地（国）政策

学习所带来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以往的研究更加关注政策确定之后的宣介，
而较少将政策制定过程与政策宣介的联动纳入考量。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提法，在中国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宣介过程中同时发挥重要
作用：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吸收
发达国家公共政策经验成为政策改革的重要思想渊源；另一方面，无论是出于
有意或无意，“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我国政策宣介中
的常用叙事口径。这使得“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提法成为检验跨国政策学习
对影响公众政策支持度的有力场景。从公众政策支持角度对“借鉴发达国家经
验”这一政策宣介方式进行研究，既可以增进对跨国政策学习影响公众政策支
持度的认识，也能为国内政策宣介方式的改进提供学理指导。

（四）研究假设
为公众提供发达国家政策信息，会通过启发式路径影响公众对国内政策的

支持态度。具体而言，在房地产税政策宣介中，告知公众相关政策借鉴了发达
国家经验，可能会带来两种相互竞争的潜在影响。

第一种潜在影响是，告知公众发达国家的相关政策信息时，公众有可能将
该项政策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逻辑关联，进而推断本国实施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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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也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由此支持该政策在本国的实施。此外，由于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发达国家学习了大量政策经验，并在宣传口径上将其视为
政策成功原因之一（Ｄｅ Ｊｏｎｇ，２０１３；邓玲、张文博，２０１４），公众出于既有经
验，也易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与政策成功相联系，进而减少对政策的抵触
感，加大对政策的支持力度。这也是以往政策宣介中，广泛采取这一提法的社
会舆论基础。具体到本研究关注的房产税政策，由于税收是国家对公众现时利
益的剥夺，公众对税收政策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们对该项税收如何影响未来经
济社会发展的考量。房产税政策的实施和发达国家较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
关联性逻辑，有助于启发公众认识到房产税可能有益于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从而加大对该税收政策的支持。因此，研究提出假设１ａ。

假设１ａ：发达国家政策信息会提高公众对于类似政策的支持度。
第二种潜在影响是，告知公众发达国家相关政策信息时，公众并不是将发

达国家与经济发达相联系，而是将发达国家与“他者” “外国”相联系。已有
研究指出，公众可能会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抵触外国，并反对外国政府背书的相
关政策（Ｃｏｒｓｔａｎｇｅ ＆ Ｍａｒｉｎｏｖ，２０１２）。这一启发式路径源于民族主义思潮中对
“我者”国家独特性的强调。在这一情境中，“他者”（外国）的政策经验背书
反而会促使公众认为政策脱离本国实际，从而降低对该政策的支持。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这种“他者”和“我者”的划分并不一定是稳定的，而是会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国际关系和国内舆论环境的影响。一般认为，两国国际关系更为敌
对时，公众会更为明显地强调双方的差异性（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 Ｓｉｎｇｈ，２０１７）。具体
到房产税，这一政策是否应当全面实行已有较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热点集中
于全面征收房产税是否适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安体富、王海勇，２００４）。而引用
发达国家房产税政策信息进行宣介，有可能会加剧公众对此的担心，从而降低
对这一政策的支持度。因此，研究提出假设１ｂ。

假设１ｂ：发达国家政策信息会降低公众对于类似政策的支持度。
从整体上看，尽管发达国家政策信息的影响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开放问题，

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的群体中应该有所差别。对年轻人而言，他们学习成长、价
值观成熟的时期，恰好和我国快速发展的年代相重合。年轻人对改革开放前三
十年我国大量借鉴学习他国经验的实际案例缺乏亲身经历与知识了解。因此，
他们更有可能不将发达国家的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联，并更有可能因
为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而产生反冲效应（Ｗｅｉｓｓ，２０１９）。年龄较大的人，由于
经历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时期，又经历了我国吸纳发达国家投
资、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并取得良好经济增长成就的阶段，因此更有可能因为参
考了发达国家的政策而支持国内相关政策。因此，研究提出假设２。

假设２：对于年轻人而言，发达国家政策信息会降低其对类似政策的支持度。
此外，个人收入水平也是影响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因素（Ｇｅｌｌｎｅｒ，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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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
情绪的影响，而缺乏独立的自我表达的价值观（Ｔａｎｇ ＆ Ｄａｒｒ，２０１２）。在政策宣
介中给出外国政策信息，并将其作为支持新政策的依据，可能会在收入水平较
低的群体中带来更强烈的反冲效应。因此，研究提出假设３。

假设３：对于收入较低的人群而言，发达国家政策信息会降低其对类似政策
的支持度。

政策感知是公众政策态度相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中国语境下，一
个具有特色的维度是感知适应性。我国在以往政策宣介中时常强调“适合中国
国情”，这种政策制定的环境导致普通公众在思考政策问题时也会从“适合中国
国情”出发，考虑政策适应性。在中国，“适合中国国情”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整
体评判，公众在做出这一评判时有可能会受到外国政策信息的影响。由于中外
政治体制、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强调某一政策在外国被普遍实行可能会导
致公众认为该政策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研究提出假设４。

假设４：发达国家政策信息会降低公众对于政策适应性（适合中国国情）的
评价。

三、研究设计

为了研究发达国家政策信息影响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网
络调研实验方法，并选择房产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
计司发布的《２０１９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城镇居民住房资
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５９ １％。房产在中国居民家庭财富中占据了较大比例，
对其征税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此同时，高房价也是民众关心的核心公共议
题，而房产税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房价（杨超、肖璐等，２０２１）。考虑上述因
素，我国民众对于房产税政策的态度可能较为复杂，因此，本文以房产税政策
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网络调研实验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２日到１０月２９日进行，该时段附
近没有特别的会影响受访者对房产税态度①的新闻。为了招募受访者，研究使用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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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以“房产税”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我们发现，实验进行
前最近一次对房产税的讨论是《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１８年７月份发布的。因此可以认为在近期
没有特定的新闻信息对中国公众关于房产税的态度进行刺激。



了问卷星的众包服务。问卷星是中国最大的网络调研平台之一，能提供大量潜
在受访者。调查实验共发放３７４４份问卷，剔除了答题时间过短、未成年以及没
有通过注意力测试的样本后，最终的有效样本为２９５６份，其人口统计学特征分
布如表１所示。

表１　 调研实验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布
变量 数量 比例（％）

性别
男 １ ３５３ ４５ ７７

女 １ ６０３ ５４ ２３

年龄
１８ － ２５ ８３３ ２８ １８

２６ － ４０ １ ７４７ ５９ １０

＞ ４０ ３７６ １２ ７２

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５９０ １９ ９６

本科 ２ １０９ ７１ ３５

硕士及以上 ２５７ ８ ６９

月收入
＜ ＝ ５ ０００元 １ ０４４ ３５ ３２

５ ００１ － １５ ０００元 １ ６０３ ５４ ２３

＞ １５ ０００元 ３０９ １０ ４５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５８０ １９ ６２

共青团员或入党积极分子 １ １２５ ３８ ０６

其他 １ ２５１ ４２ ３２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与中国人口总体特征相比，该样本中的女性比例、年轻人比例、富裕人群
比例、高学历人群比例和党员比例均更高，这和其他调研实验研究中涉及的网
民样本特征类似（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除上述特征外，从地理分布来看，该样
本覆盖了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地区和西藏外中国的
３０个省级行政区。我们承认这是一个非概率抽样的便利样本，但已有研究表明，
在分析信息供给对公众态度影响的实验研究中，基于在线便利样本的估计与基
于全国概率样本的估计结果高度一致（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二）实验过程和核心变量
调研实验首先询问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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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入、政治面貌以及所在省份等，并进行了注意力测试①。之后，受访者被系
统随机分为３组：控制组的受访者会阅读到一段关于房产税是什么、房产税的
作用以及我国房产税政策在重庆和上海的试点情况的信息；实验组１在控制组
的基础上额外添加了对美国房产税政策的介绍；实验组２在控制组的基础上额
外添加了对德国房产税政策的介绍。其中，美国房产税政策信息是真实的，而
关于德国房产税的信息是根据美国税率虚构的。美国和德国是发达国家的代表，
且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②，中美关系和中欧（德国为欧盟的领导国）关系也被
中国民众认为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③。考虑到我们在假设推导中所提出的，发达
国家政策信息对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会受民族主义情绪中关于
“他者”的想象而决定，所以不同的发达国家在本国公众认知中的差异性应当被
考虑到。因此，我们将美国和德国作为差异性的代表纳入研究设计中。对美国
而言，中美贸易战使得双方关系较为紧张，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主要的对立对象
也是美国。相对而言，中德之间较少出现直接冲突，关系比较稳定，因此德国
是一个较好的对照国家。控制组和实验组阅读的具体信息见表２。

在阅读完随机分配的信息后（实验设定了阅读时间至少为２０秒），受访者
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Ｑ１：请问您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中国全面征收房产税？
选项为非常不支持、不支持、中立、支持和非常支持（五级李克特量表）。
Ｑ２：您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该说法：房产税政策不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选项为
非常不认同、不认同、中立、认同和非常认同（五级李克特量表）。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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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调研问卷中设置了测试注意力的题目。题目如下：请您阅读以下材料，并回答问
题。有人认为苹果是最好吃的水果，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回答您的个人
看法，为了测试注意力，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非常不同意”。选项为“非常同意”“同意”
“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选择了“非常不同意”的样本被认为是通过了注意力测试。网
络实验调研中的受访者在答题时往往处于较为放松的状态，因此有可能失去注意力。因此，
我们利用一个和调研本身无关的题目来检验受访者是否聚焦在问题中。这有助于筛选出更有
效的样本。

根据ＵＳ ｎｅｗｓ、ＢＡＶ ｇｒｏｕｐ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联合发布的《２０２０年全球最
佳国家排名》（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ｂｅ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ｐｏｗｅｒｒａｎｋｉｎｇｓ），美国、俄罗斯、
中国和德国在国家实力（ｐｏｗｅｒ）排行中名列前四位。由于俄罗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发达国
家，所以我们选取美国和德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

根据《环球时报》旗下环球舆情中心发布的２０２０年“中国人看世界”年度民意调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１Ｊ７８ｌＡ７ｄｚＰ）， “中美关系” “中俄关系”和“中欧（盟）
关系”被认为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但俄罗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发达国家，所以本
研究选取美国以及欧盟的领导国德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



表２　 干预信息详情
组别 信息

控制组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出租收入为依据，向产权所
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房产税可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稳定房价，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房
产税通常被用于改善教育、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
重庆、上海先后明确于２０１１年起正式试点开征房产税。重庆的税率在０ ５％
到１ ２％之间，上海的税率根据房价高低分别为０ ６％和０ ４％

实验组１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出租收入为依据，向产权所
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房产税可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稳定房价，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从西方国家经验来看，德国各州都对房地产征税，各州的税率不同，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最低，税率为０ ３０％，下萨克森州最高，税率为２ ２１％，平均
税率约为１％。房产税通常被用于改善教育、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
重庆、上海先后于２０１１年起正式试点开征房产税。重庆的税率在０ ５％到
１ ２％之间，上海的税率根据房价高低分别为０ ６％和０ ４％

实验组２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出租收入为依据，向产权所
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房产税可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稳定房价，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从西方国家经验来看，美国各州都对房地产征税，各州的税率不同，夏威夷州
最低，税率为０ ３０％，新泽西州最高，税率为２ ２１％，平均税率约为１％。
房产税通常被用于改善教育、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
重庆、上海先后于２０１１年起正式试点开征房产税。重庆的税率在０ ５％到
１ ２％之间，上海的税率根据房价高低分别为０ ６％和０ ４％

注：在实际调研实验中，美国和德国的房产税政策介绍段落的字体进行了加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本研究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有两个：第一是受访者对中国全面征收房产税政
策的支持程度，即对Ｑ１的回答；第二是受访者对于房产税政策适应中国目前国
情的判断，即对Ｑ２的回答。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干预信息组别，定义哑变量ＵＳ用以表明受访者是
否接收到美国房产税政策信息，同样定义哑变量Ｇｅｒｍａｎ用以表明受访者是否接
收到德国房产税政策信息。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政治面貌以
及所在省份。为了提高填写的便利性，这些控制变量都被设计成分类变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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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研究采用卡方检验进行了随机分配检验，证明了干预信息分配的随
机性①。

（三）回归模型
研究的因变量为顺序分类变量，理论上基于有序逻辑回归（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ｌｏｇｉｔ）模型建模能较好的拟合数据，但在通常情况下，有序逻辑回
归的结果和最小二乘回归（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ＯＬＳ）的结果差别不大
（Ｄｕｎｎ，１９９３）。由于有序逻辑回归模型的系数意义不能被直观解读，以往采用
李克特量表测量主观幸福度（Ｆｅｒｒｅｒｉ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 ＆ Ｆｒｉｊｔｅｒｓ，２００４）、能源政策支
持度（Ｓｔｏｋｅｓ ＆ Ｗａｒｓｈａｗ，２０１７）的研究也多基于最小二乘模型结果进行分析，
并用有序逻辑回归的结果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遵循上述研究方法，基于最小
二乘模型的结果，对实验处理效应的大小进行解读。本研究采用的最小二乘模
型的方程如公式（１）所示。

Ｙｉ ＝ α０ ＋
２
ｎ ＝ １βｎ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
ｉ ＋ γ × Ｘｉ ＋ ε ｉ （１）

式（１）中，Ｙｉ是本研究关注的因变量，即受访者ｉ对于房产税政策的支持
度。α０为截距项。核心自变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ｉ 为哑变量，代表受访者ｉ是否得到了第
ｎ组的实验处理信息（第１组为美国政策信息，第２组为德国政策信息）。βｎ为
本研究所关注的处理效应系数。Ｘｉ 为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包括性别、年龄、
学历、收入、政治面貌和所在省份，其系数由向量γ表示。ε ｉ为误差项。

四、实验结果

（一）发达国家政策信息对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
表３展示了美国和德国的房产税政策参考信息对中国公众房产税政策支持度

的影响。模型１和模型２采用了最小二乘回归，即将受访者对于Ｑ１的回答从
“非常不支持”到“非常支持”分别记为１ － ５分。模型３和模型４采用了有序
逻辑回归，即将受访者对于Ｑ１的回答视作有序的分类变量，“非常不支持”最
低，“非常支持”最高。模型１和模型３只加入了美国和德国政策信息的哑变
量，模型２和模型４额外加入了性别、年龄、月收入、学历、政治面貌和所在
省份作为控制变量。在全部四个模型中，ＵＳ和Ｇｅｒｍａｎ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
显著，表明美国和德国的政策信息不会显著影响公众对于中国全面实施房产税
的支持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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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限制，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未能在本文中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通讯作者。



表３　 发达国家政策信息对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ｏｇｉｔ ＯＬｏｇｉｔ

Ｇｅｒｍａｎ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５１

（０ ０８２）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８３）

ＵＳ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３）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８４）
控制变量 不加入 加入 不加入 加入
样本数 ２９５６ ２９５６ ２９５６ ２９５６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４２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１８９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１展示了两个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政策支持度均值以及相应的９５％置信区
间。可以看出，两个实验组的均值都小于控制组，但这些差异非常小，在统计
学上没有显著意义。因此，对于实验所收集的全部有效样本，假设１ａ和假设１ｂ
均未能得到支持。

图１　 实验组和控制组公众政策支持度均值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子样本分析
表４展示了在不同年龄组别中美国和德国的房产税政策信息对中国公众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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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政策支持度的影响。模型１至模型３采用了最小二乘回归，模型４至模型６采
用了有序逻辑回归。模型１和模型４使用的是１８ － ２５岁的样本，模型２和模型
５使用的是２６ － ４０岁的样本，模型３和模型６使用的是大于４０岁的样本。所有
模型中都加入了性别、月收入、学历、政治面貌和所在省份作为控制变量（不
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类似）。模型１和模型４中，Ｇｅｒｍａｎ和ＵＳ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对于１８ － ２５岁的公众而言，美国和德国的政策信息会显著
降低他们对于房产税政策的支持度。以模型１为例，德国和美国的政策信息会
使１８ － ２５岁的受访者对于中国推行房产税政策的支持度下降０ １７７和０ １３１
（在五级李克特量表中）。因此假设２得到支持。而对于其他年龄组别，外国政
策信息则并不会导致负面效应。可以看到，在模型２、模型３、模型５和模型６
中，Ｇｅｒｍａｎ和ＵＳ的系数均为正，但这些正面效应也并不显著。

表４　 发达国家政策信息对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以年龄划分子样本
年龄组 年龄组

１８ － ２５岁 ２６ － ４０岁 ４０岁以上 １８ － ２５岁 ２６ － ４０岁 ４０岁以上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ｏｇｉｔ ＯＬｏｇｉｔ ＯＬｏｇｉｔ

Ｇｅｒｍａｎ
－ ０ １７７

（０ ０７０）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７）
０ １８２

（０ １４１）
－ ０ ４５６

（０ １６７）
０ ０５１

（０ １０８）
０ ４６９

（０ ２５０）

ＵＳ
－ ０ １３１

（０ ０６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９

（０ １３７）
－ ０ ３１４

（０ １６７）
０ ０３８

（０ １１０）
０ １０４

（０ ２４２）
控制变量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样本数 ８３３ １７４７ ３７６ ８３３ １７４７ ３７６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８４９ ０ ０５４２ ０ １０５１ ０ ０４０３ ０ ０２１２ ０ ０３９８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５展示了在不同收入组别中美国和德国的房产税政策信息对中国公众房产
税政策支持度的影响。模型１至模型３采用了最小二乘回归，模型４至模型６采
用了有序逻辑回归。模型１和模型４使用的是月收入在５０００元以下的样本，模
型２和模型５使用的是月收入在５０００ － １５０００元的样本，模型３和模型６使用的
是月收入大于１５０００元的样本。所有模型中都加入了性别、年龄、学历、政治
面貌和所在省份作为控制变量（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类似）。模型１和模
型４中，Ｇｅｒｍａｎ和ＵＳ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对于月收入在５０００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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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公众而言，美国和德国的政策信息会显著降低他们对于房产税政策的支持
度。以模型１为例，德国和美国的政策信息会使月收入在５０００元以下的受访者
对于中国推行房产税政策的支持度下降０ １７２和０ １６４ （在五级李克特量表
中）。因此假设３得到支持。而对于其他收入组别，外国政策信息则并不会产生
显著影响。可以看到，在模型２、模型３、模型５和模型６中，Ｇｅｒｍａｎ和ＵＳ的
系数均不显著。

表５　 外国政策信息对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以月收入划分子样本
收入组 收入组

＜ ５ ０００元５ ０００ － １５ ０００元＞ １５ ０００元＜ ５ ０００元５ ０００ － １５ ０００元＞ １５ ０００元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ｏｇｉｔ ＯＬｏｇｉｔ ＯＬｏｇｉｔ

Ｇｅｒｍａｎ
－ ０ １７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９２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７１

（０ １５３）
－ ０ ３８４

（０ １４４）
０ １３２

（０ １１４）
－ ０ ０３４

（０ ２８２）

ＵＳ
－ ０ １６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９２

（０ １５３）
－ ０ ３６４

（０ １４７）
０ １０１

（０ １１５）
－ ０ ０７６

（０ ２７８）
控制变量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样本数 １０４４ １６０３ ３０９ １０４４ １６０３ ３０９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７３５ ０ ０５３７ ０ １８１９ ０ ０３１７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８１１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此外，研究还对不同的性别组、学历组和政治面貌组进行了子样本分析。
结果发现，无论是采用政治面貌、性别还是学历进行组别划分，德国和美国的
政策信息都不能对受访者的政策支持度产生显著影响①。

（三）发达国家政策信息对公众的政策适应性评价的影响
表６展示了美国和德国的房产税政策信息对房产税政策适应性（适合中国

国情）公众评价的影响，各个模型的具体设置和表３相同。需要注意的是，表６
的因变量是对Ｑ２的回答，即公众对于“房产税政策不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的
认同程度，因此得分越高说明对政策适应性的评价越低。在全部四个模型中，
ＵＳ和Ｇｅｒｍａ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美国和德国的政策信息会显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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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公众对于房产税政策适应性的评价。因此，假设４得到支持。以模型２的结
果为例，和控制组相比，额外提供德国房产税政策信息，会让公众对于房产税
政策适应性的评价下降０ １０１ （在五级李克特量表中），额外提供美国房产税政策
信息，会让公众对于政策适应性的评价下降０ １２０ （在五级李克特量表中）。

表６　 发达国家政策参考信息对公众政策适应性评价的影响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ｏｇｉｔ ＯＬｏｇｉｔ

Ｇｅｒｍａｎ
０ １０８

（０ ０４５）
０ １０１

（０ ０４５）
０ １８８

（０ ０８２）
０ １８３

（０ ０８３）

ＵＳ
０ １３５

（０ ０４６）
０ １２０

（０ ０４６）
０ ２５８

（０ ０８２）
０ ２３８

（０ ０８３）
控制变量 不加入 加入 不加入 加入
样本数 ２９５６ ２９５６ ２９５６ ２９５６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１２８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２展示了两个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政策适应性评价均值以及相应的９５％置
信区间。可以看出，两个实验组的均值都大于控制组，并且在统计上显著，即
假设４得到支持。

图２　 实验组和控制组公众政策适应性评价均值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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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研究进行了大量稳健性检验①。首先对因变量进行了替换，将Ｑ１选项的五

级李克特量表换成“０１”哑变量，即将选择“非常支持”和“支持”的记为１，
将选择“中立”“不支持”和“非常不支持”的记为０，将Ｑ２选项中的“非常
认同”和“认同”记为１，将“中立”“不认同”和“非常不认同”记为０，并
采用逻辑回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采用替换因变量逻辑
回归的结果和上文结果类似。

由于上海和重庆已经进行了房产税试点，因此去除了来自重庆和上海的４１２
份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去除上海和重庆样本的回归结果和全样本
的回归结果类似。

如果将德国和美国的政策信息均看成发达国家政策信息，那么可以将两个
实验组合并成一个，即设置哑变量Ｆｏｒｅｉｇｎ，其取值为１代表受访者受到德国或
美国的政策信息处理，０代表控制组。合并实验组后的回归结果和我们的主要结
果保持一致。事实上，德国和美国政策信息的处理效应，在上述大部分回归中
均没有显著差别，这暗示公众对不同发达国家政策信息的响应，并没有因为中
国和该国关系的好坏而有所差别。

此外，本文处理效应的识别可能会受到被受访者已有的背景知识的影响，
即受访者在实验前已经知道美国和德国房产税政策的相关信息，从而导致处理
效应减弱。但事实上，这一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并不大。首先，实验对于受
访者的干预是随机的，因此受访者背景知识和干预并不相关，确保了估计的无
偏性。其次，本研究在正式调研前进行了预调研。预调研中额外询问了受访者
对于外国房产税政策的了解程度。根据统计，在预调研中几乎所有受访者对美
国和德国的房产税政策都“非常不了解”，因此，背景知识的影响可以被忽略。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提高公众政策支持度是推动公共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公共管理研
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以房产税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调研实验，识别了发
达国家政策信息对本国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三个结论：其一，
在当前情况下，“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政策宣介并不会显著影响公众对国内房
产税政策的支持度；其二，对年轻人和低收入水平的受访者而言，发达国家政
策信息显著降低了他们对房产税政策的支持度；其三，发达国家政策信息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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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公众对房产税适合中国国情的判断。
本研究结论填补了对“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这一政策宣介方式影响效果的

研究空白。与直觉性预期不同，本研究发现，在当前我国国情、世情、社情发
生重要变化的大背景下，“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这一宣介方式对提高公众的政策
支持度并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甚至会在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中带来负面影响。
这一研究发现不仅评估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这一政策宣介方式的效果，也
启发未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实验方法进一步探究我国政策宣介中诸多常用方式
对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对我国公众政策支持度影响因素
的深入认识。就学理层面而言，他国政策经验对本国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影响是
客观存在的，但相关研究较为稀缺，本研究首次实证检验了这一复杂影响，相
关发现具有较强的理论启发性和学理价值。

本研究为中国今后的政策宣介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未来，中国可能会
在房产税、生育、退休等方面提出新的政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方向又可能与
发达国家现状相类似。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本文给出如下建议：第一，在
信息层面，单一论述“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对争取公众支持并无显著帮助。考
虑到公众对不同国家态度的差别，“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提法不能再一概而
论，需要就事论事、深入论证，并将其和具体政策情境结合起来向公众阐释利
弊，以获得公众支持。第二，在受众层面，对于不同的群体，政策宣介口径应
当采取不同策略。尤其在针对年轻公众进行政策宣介时，应该特别注意国际形
势和国家关系的变化对这一群体政策偏好的影响，适当考察反冲效应与启发效
应的相对效果。第三，在感知适应性层面，政策制定者与宣介机构需要着重考
虑公众对于政策是否适应中国国情的判断，并谨慎使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的提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可能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研究的样本为在
线便利样本。尽管我们在采样时保证了地域、人口统计学特征、政治面貌等方
面的多样性，也采用了具有较强内部有效性的实验方法识别处理效应。但必须
承认，本研究的样本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口，因此在推广研究结论时需要保持
谨慎。其次，研究并未涉及公众原本的政策偏好、政治态度、风险偏好等心理
因素，未能探究发达国家政策信息影响公众政策支持度的具体路径和机制，对
于处理效应在不同年龄组别和收入组别的异质性的探讨，也未能深入到心理层
面。此外，实验进行的时间处于中美关系较为紧张、中国抗疫表现在全世界较
为突出的时段，这可能使研究低估了发达国家政策信息所带来的影响。未来研
究应在采样层面增强样本的代表性，在实验设计层面着重考虑影响机制和作用
路径的识别，并且应进行多时段比较，以全面了解发达国家政策信息对于公众
政策支持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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